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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学习过的人，
无一不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
期。”黄钰生在其《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
校》中如是写道。

黄钰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先后担任建
设长、师范学院院长、校务管理委员等要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
大学三校复原北归，而黄钰生领衔的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联大师院）却
留在云南落地生根，后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
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成为了西南联
大驻留在祖国西南边疆的永恒纪念碑、红土
高原上师范人才的孵化基地。

学生眼中的“严师”

“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累
兮。”这是黄钰生对于联大师院学生的殷切勉
励，以期他们能够像春风春雨一般辛勤育人，
桃李满天下。为此，他认为，师范学生在日常
学习和生活中必须在“作教、作师、作学、作
人”四个方面做出表率和榜样。

在生活方面，他要求除了家住昆明的学生
外，其他学生一律在校住宿，未经允许不得外
宿；男女生的交往见面限制在主楼接待室；学生
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半举行
升旗仪式和朝会；学生的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
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

在学业学习方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
范学院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中规定，师
范生在校肄业五年内必须修毕 170学分，本
系主要科目必须平均在 70分以上，工具科须
经本院甄别试验及格，教具配置及使用的技
能也须达到标准，学生必须在知识、思想、态
度、理念、人格五个方面“足以领导青年、为人
师表”，否则就不得毕业。而当时有一个学生

考试四门功课不及格，曾几次面求黄钰生“高
抬贵手”，但是黄钰生不允。这名学生恼羞成
怒，于夜间趁黄钰生从联大师院返家途中，用
木棒将他击伤，黄钰生头上缝了七针。虽然经
历这次波折，黄钰生仍然坚持严格要求学生
学习，其严师形象可见一斑。

黄钰生的严师形象同样树立在联大附设
学校的办学过程中。联大附属学校的考试种
类有笔试、口试、课堂考、月考、季考、学期考、
学年考，无论哪种考试，一律严格执行西南联
大的规定。不合格者不得补考，只能重修。如
果一学年中有两主科即语文、数学、外语不及
格，或者一主科两副科即理化、生物、史地不
及格者必须留级，超出留级标准者劝令退学。
也正是因为黄钰生的严格要求，附中一举成
为云南中等学校的典范。

“润身”与“淑世”

黄钰生认为，大学的意义在于“润身”与
“淑世”，前者是为个人，“为学问而学问”；后
者是为了改良社会，学以致用。在联大师院的
八年期间，黄钰生抱着“润身”与“淑世”的学
人情怀举办了多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师资培训
活动，针对中小学教材、教法和新教育途径展
开了研究，并且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对云南的
文化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 1939年开始，在黄钰生的积极筹备
下，联大师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作，先后举办
了“中等学校在职教员进修班”“中学理化实
验讲习班”“中等学校各科在职教员讲习讨论
会”等在职师资培训班。这一系列的师资培训
活动为云南培养合格的中等学校师资和提高
教学质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年 7月，联大师院备函与昆明市政
府联系，开展普教工作，经昆明县教育局指
定，在洪庙乡麻园村和李家维等地的乡村小

学开办社教实验班，轮流
指派学生去上课，普及科
学文化知识，并进行扫盲
活动。他们还在市区翠湖
小学和文林小学内开办
民众夜校，招收贫困失学
青少年，类似的活动扩展
到了路南圭山少数民族
地区。

在黄钰生的倡导下，
联大师院的学术研究呈现
以中学教学为重点的特点。1940年初，当时国
内仅有的指导国文教学和研究的定期刊
物———《国文月刊》，以作为“促进国文教学及其
补充青年学生自修国文的材料”为宗旨，经联大
校务会议议决，由师范学院筹编。该刊成为交流
国文教学经验的园地，对推动国文教学的改进
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其他各个系也对中学
各科教材教法开展了调查与研究。

联大师院于附设学校设立“实验部”，根据
当时国内外流行的若干现代教育原理，在教学
过程、课程、教材、教法、功课时间安排以及训育
方面做了相关试验。1941年 12月，联大师院与
云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升学及职业指导测验
室”，用来实施各项普通心理测验，以利中小学
升学及职业指导和社会职业介绍的进行。

“总喜欢摸摸他们的头”

“我爱青少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
望，见到他们，我总喜欢摸摸他们的头，感到
这是一种乐趣，我称之为‘摸头之乐’。”正是
在这种对孩子们的真挚爱意的影响下，1940
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小学
成立。黄钰生回忆道：“这是平生最满意的一
件事，是我的得意之作。”

1941年，附中迎来了第一个校庆日。在校

庆纪念日上，黄钰生讲了附中成立一年以来的
情况，讲到中国在孩子周岁时有抓周的习俗，在
附中“周岁”之际，他也如同父亲一样要为附中
“抓周”。他拿了一架天平放在桌上，又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灯泡和一根绳子，告诉学生们“要像天
平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事要公平”。他拿起
灯泡说：“希望你们像灯泡一样，到任何地方都
能发光，热情地对待你们的事业。”接着他又拿
起绳子说，“要像绳子那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团结才有力量”。

对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黄钰生也给
予特别的重视。在身体方面，除了通常体育
卫生的功课外，还与家庭通力合作，使孩子
们不染上寄生虫病、皮肤病等传染病。他聘
请专业训练的职员负责孩子们的饮食和全
校卫生，每半年接受校医检查一次，低年级
每两月测试体格一回，以观察其发展。在心
理方面，他认为，卑之无甚高论，只求学生
有“出息”———能做的自己做，能受的自己
受，当能负责自己负责，可尝试的鼓励他尝
试，遇到困难去设法克服，就是有出息。

对于每个儿童的兴趣、胆量、气质他都加
以爱护，注意保持孩子们对事物的新鲜感。在
黄钰生如同慈父般的关怀看护下，附设学校
的孩子们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初长成，自在恰
如风”。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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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

爱淘“宝”的光学专家
■本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周学飞

“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所有精密的东
西都是用不精密的设备制造出来的。”面对
学生嫌弃实验室的设备太简陋、太破旧时，
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大珩如是说，“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
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
来说有多么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
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像样
的东西来。”

有一次，王大珩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
一块没人要的玻璃。他眼前一亮，当即就举
着玻璃左瞧瞧、右看看，卖主心里纳闷，不
就是一块玻璃吗？后来，王大珩把这块玻璃
拿回去切割开，正经磨出了几片光学镜片。

2021年 7月 21日是王大珩逝世十周年
的日子。至今，他的故事仍在学术界，包括曾
留下他重要足迹的大连理工大学的师生中口
耳相传。

创系“就这么简单”

把时光的指针拨向上世纪 30年代，还在
读中学的王大珩常随着研究气象天文学的父
亲，观测气象和天文，也因此对科学仪器产生
了很大兴趣。

一句父亲的感叹———国内尚不能制造精
密仪器，让他久久记于心中。

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王大
珩考取了留英公费生，师从世界著名玻璃学
家 W.E.S.特纳，后留英工作，直到 1948年回
国。之后，他辗转来到解放不久的大连。

初来大连，王大珩立刻觉得一股春风
般的温暖扑面而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
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前
身）。王大珩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立即被
任命为物理系系主任，使命是要在极短的
时间里把物理系筹建起来。在这片崭新的
土地上，王大珩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他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
部学识。

他身在“家”中自然就多了几分责任感，
在“家人”面前也就少了几分顾忌。刚被任命
为物理系系主任的王大珩凭着一股热情，毫
无顾忌地闯进时任大连大学工学院院长屈伯
川的办公室，直通通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
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为
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
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

在国外几年，王大珩注意到国外高等院
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很大一部分毕业后
都进入了工业企业。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
基础，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
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
得更好一些，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
的作用。

屈伯川目不转睛地听着王大珩振振有词
地阐述，双眼发亮，最后忍不住双手一拍，大
声说了一句：“好！”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许多年后，有人问王大珩提出办应用物
理系时领导是怎么答复的？是哪一级会议上
研究的？经过多长时间由哪一级批准决定下
来的？

王大珩如实回答之后，对方眼睛睁得浑
圆，“就这么简单？”

王大珩后来回忆，“那时候，不管我们提
什么建议，只要合理可行，就一定会被采纳。”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大连大学工学院的底子是关东工业专科
学校，是一所中专，只留下几件中专物理教学
使用的示教器材，基本用不上。购买器材，一
则资金不够，二则即便有钱，在刚解放的大连
也买不着，当时关内战火连天，大连与内陆交
通几乎完全中断。
“事在人为！”王大珩坚定地对大家说。
大连理工大学退休教授徐庚武回忆起

王大珩给他们讲过的一件往事。王大珩是
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读书的时候，
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始人叶企孙先生常说，
“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着
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王大珩和同学们
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最后
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这是王大珩在
清华教师那里学来的最好经验，也是清华
物理系一个独特的传统。

在全系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讲了这样一
番道理：“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我看有这样两层
意思。一是物理教学必须重视物理实验，必须
要有物理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二是物理教
学人员要想开好实验课，必须学会自己动手
制造仪器设备，在制造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学
习各种技术，提高实验水平。”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凭借着这股干劲

儿，在王大珩的带领下，大连大学工学院应用

物理系的教师和实验人员开始自己动手修旧
利废、建设实验室的工作。

一到星期天，王大珩就拉着身边的人去
“西岗破烂市场”转悠，淘宝似的挨个摊子走，
一样样东西盯着瞧。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瞧着
了———在一个老头的破烂堆里，王大珩竟然
“淘”出来一块旧秒表。这是做物理实验最紧
要的东西，王大珩正愁没处去淘弄呢！

去的次数多了他才发现，破烂市场里的
宝贝还真不少：一台快散架的旧天平，经过一
番修整后一测，还挺精确的。几个旧望远镜
筒，回去拆修零件就能用。最得意的是，有一
次竟在破烂摊上发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
当时，卖主连他卖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王
大珩没花几个钱就给买下来了。

同期最大的物理实验室

王大珩把实验室建设当作创系的重要
工作，亲自来抓。他自己动手，领导教师和
实验人员修复旧的仪器设备，让它们继续
发挥作用。

有一次，他从土木系和旧货摊上弄来两个
破水平仪上的刻度盘和轴承，如获至宝。在机
械工厂师傅的帮助下，他们做出了两台精度很
高的分光仪。后来，他们又做出了电阻箱、冲击
检流计及黏滞系数测定仪等多种仪器。这样，
他们短期内就建成了两个能同时容纳 130人
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装配了一个能容纳 150多
人的物理示教用的阶梯教室。这就保证了全校
580多名学生 2至 3人编成一个小组，每周做
一次实验，一学期共做 30个实验。

这个被大家戏称是用破烂市场武装起来
的物理实验室，在极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当时
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与国内同期高校的设
施相比，其规模是最大的。

回忆起这段经历，大连理工大学退休教
授郭永江表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大珩做
起事来的急劲儿和认真劲儿。”

大连理工大学南院的 136教室，是全校
最好的阶梯教室之一。这个教室是当年王大
珩亲自设计的。按理说，应用物理系只要提出
修建阶梯教室的总体要求就行，具体施工应
由总务部门负责。但王大珩却偏要拉着郭永
江到现场看。“他亲自拿皮尺测量讲台到第一
排座位之间最合适的距离，量每排之间的宽
度，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教室的梯度、声音、
光线。136教室建成后，距离适度、大而不散，
声音效果和光线合适，教师们争着把自己的
课安排在 136教室。”对于这段往事，郭永江
记忆犹新。

平日看着严肃、但生活中随和的王大珩
还给学生们留下温馨的一幕。

那是一个八月十五的联欢会上，王大珩
给学生们唱了一首《两只老虎》。“王老师在前
面唱，物理系的师生在下面跳。两只老虎，两
只老虎，真奇怪，真奇怪。大家那个高兴劲儿
呀，就甭提了。”徐庚武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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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在我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时
候，物理学文献对我来说就像一片广袤未知
的海洋。在这片“海洋”中着手开始任何研究
前，我认为必须先弄清楚每部分的内容。如果
不知道前人已做了哪些研究，又如何开展自
己的研究呢？

幸运的是，我在研究生生涯的第一年中
便得到了资深物理学家们手把手的指导。面
对满怀焦虑的我，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先开始
做研究，然后一边研究、一边学习自己需要掌
握的知识。

这就像游泳，要么淹死，要么奋力向前游。
结果我惊讶地发现，导师们的建议是可行的，我
很快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不过，此时我依然对物
理一无所知。但我确实懂得了一个道理，也是我
想给学生的第一条建议：世上没有人是全知全
能的，也不必如此。

如果继续用游泳比喻的话，我明白的另
一个道理是，当你已经学会游泳而不再溺水
时，应该向更汹涌的海域进军。

上世纪 6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教
书。一名学生告诉我，他想进入广义相对论领
域开展研究，而非我本人所在的专业粒子物
理学领域，因为前者的原理已经广为人知，而
后者对他来说是一团乱麻。

这让我很震惊，因为他所说的理由反而
证明了应该作出与他完全相反的选择。

粒子物理学仍有许多创造性工作可以开
展。上世纪 60 年代这个领域确实是一团乱
麻，但自那之后，许多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开展
的工作已经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建立起了“标准模
型”理论，将该领域内的一切几乎都整合其中。

因此，我的第二条建议是向混乱进军，那里大有可为。
我要给出的第三条建议可能也是最难接受的，那就

是原谅自己浪费时间。
教授通常给学生的都是他们认为有解的问题（除了

一些十分严格的教授）。这些问题在科学上是否重要则无
关紧要，因为它们就是用来让学生解决以通过相关课程
而设置的。

但在现实世界中，你很难辨别哪些问题在科学上至
关重要，而且你永远也不知道该问题在历史的某个特定
时刻是否可解。比如，上世纪初，包括洛伦兹和亚伯拉罕
在内的几位著名物理学家都致力于电子论研究，部分原
因是想解释为什么所有探测地球在以太中运动效应的尝
试都失败了。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试图解决的本就是一个错误的
问题。当时，之所以没有人能够建立起一个成功的电子理
论，是因为量子力学还没有被发现。1905年，爱因斯坦才
意识到，正确的问题应该是运动对时空测量的效应。这促
使他创建了狭义相对论。

由于你永远无法确定研究哪些问题是正确的，因此你
花在实验室或办公桌前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被浪费掉。但如
果你想有创造力，就必须习惯于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没
有创造力的研究上，习惯于在科学知识的海洋中停滞不前。

最后一条建议是，学习一些关于科学史的知识，最少
要了解自身所处学科分支的历史。至少，这段历史可能对
你的科研工作有裨益。

例如，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科学家，他们常常会因
为相信培根、库恩、波普尔等哲学家所提出的过于简化的
科学模型，在研究中受到阻碍。而了解科学史就是上述科
学哲学问题最好的“解药”。

更重要的是，科学史可以让你更清楚自己工作的价
值。作为一名科学家，你可能不会特别富有，亲戚朋友可
能也不理解你在做什么。如果你在像粒子物理学这样的
领域开展工作，你的研究甚至很难让你有满足感，因为研
究结果一时半刻也用不上。但是，当你意识到你所做的工
作是世界科学史的一部分时，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回望百年前的 1903年，那时谁是英国首相，谁是美
国总统，在今天还重要吗？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那时
卢瑟福和索迪在麦吉尔大学揭示了放射性的本质。这项
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其文化内
涵。对放射性的理解使物理学家能够解释为何太阳和地
核在数百万年后仍然炙热。此前，许多地质学家和古生物
学家认为地球和太阳具有极大年龄，上述发现消除了科
学上对此最后的异议。从伽利略到牛顿、达尔文，再到现
在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一次次地削弱了教条主义的禁
锢，而卢瑟福和索迪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步。现在看任何
报纸都足以表明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但这是一项推动
人类文明的工作，科学家们对此感到自豪。

如今，随便阅读一份报纸，你就会知道这项任务任重
道远。不过，作为一项令社会文明化的工作，科学家应该
为此感到骄傲。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北京时间 7月 24日，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在美国逝世，享年 88
岁。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对创立粒
子物理标准模型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
纪念，现分享其曾发表于《自然》的一篇文章。该文
据 2003年 6月史蒂文·温伯格在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举行的科学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在该文中，
温伯格为即将进入科研领域的研究生总结了四条
箴言，也是他多年科研生涯的感悟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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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提出“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左起王
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黄钰生：教泽遗爱永留西南边疆
■刘六生宋文龙

▲黄钰生。
左起查良钊、胡适、梅

贻琦、黄钰生。
云南师范大学供图

大连理工大学供图

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所有精密的东西都是用不精密的
设备制造出来的。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
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
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


